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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作为一代文宗，在其身后直至清代备受

推崇［1］。也许是文名被其巨大的哲学成就掩盖，现

代学者对王阳明的文学似缺乏足够的认识。文学史

或文学批评史少见王阳明的位置，即使谈到，也只

是将阳明心学作为影响明中后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学

术背景。近年来王阳明文学思想及其创作渐引起

学者的注意；但研究王阳明文学有一个困难，那就

是它是理学家的文学，正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所

谓“理学之逃，阳明造基”［2］，钱基博也说王阳明：

“身系风气之中，而文在风气以外……傥亦致良知

之形诸文章者耶？”［3］因此，若非对阳明心学有深

刻的理解，那么对阳明文学思想及创作的认识将失

之肤浅。已有学者试图从“良知说”或心学的角度

解释王阳明的诗学或散文；但一来学界对“良知”

或“心”的理解仍可进行再讨论［4］，二来对阳明心

学与其文学思想的关系也需要作出较为深入和全面

的梳理。本文认为，本体论是阳明心学的核心，王

阳明全部的文学思想均是从其本体论延伸而来。讨

论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心、天理、良知：王阳明
关于本体的言说

据阳明弟子钱德洪的说法，“先生之学凡三变，

其为教也亦三变”［5］。为学三变，指的是王阳明

早年从辞章之学转变为释老二氏之学，直到 37 岁

“龙场悟道”后转变为心学。其为教（讲学）亦经

历“三变”。龙场悟道后发明“心即理”，提出“知

行合一”之说。39 岁时对弟子提倡“静坐”以“自

悟性体”，此为教第一变。阳明 43 岁于南京讲学

时，发现“静坐”固然能“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

路，以救时弊”，但静坐的弊端是“学者渐有流入

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于是阳明慨叹：“吾已悔

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

省察克治实功。”［6］这是其为教第二变。“致良知”

之说是在王阳明晚年提出的。据其《年谱》，王阳

明 50 岁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他给弟子邹

守益去信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

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

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

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7］他

还对弟子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

点滴骨血也。”［8］直至其 57 岁去世，他始终宣讲

其良知之学。此乃为教第三变。

鲜有学者讨论王阳明“为教三变”之间的逻

辑关系。学界一般将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

一”“良知”等范畴分开言说，而看不到它们之间

的内在联系。在我看来，“三变”中有不变者在。

心学本体论与王阳明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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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王阳明的文学思想是从他的心学本体论延伸而来。“龙场悟道”之后，

王阳明为教有三变，但三变中有一以贯之的不变在，即“心”“天理”“良知”均是关于

本体的言说，这是理解王阳明文学思想的锁钥所在。在文学发生论上，王阳明主张诗文

要从心本体中自然流出；这种文学观主客一体，成为性灵一派的文学思想。在文学情感

论上，王阳明以本体为统摄，肯定“七情”在文学作品中的流行；“乐是心之本体”是他

文学情感的灵魂。在文学创作方法论上，王阳明认为其本体之学，是作家建构最佳创作

心态的前提，也可以使文学言语有序，自成法度。王阳明文学方法论已出现与当时文坛

“格调说”论争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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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自言：“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

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

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

痛快，不觉手舞足蹈。”［9］可见，居夷之后虽然为

教有三变，但其中仍有一以贯之的东西，所用名词

不同，但说的仍是同一回事，即“心”“天理”“良

知”，都是王阳明关于本体的言说。

本体，在中国哲学语境中，是指和一切现象对

称的最高抽象存在，它是发育和流行万物的根本，

是宇宙万有之源或本质。作为形而上者，它无形无

象，非动非静，无声无闻；因为凡有形象、动静、

声闻者都是有形世界（形而下）的产物。本体虽是

形上的存在，但宇宙间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

是它的发育和流行，它决定着万物的本质。本体作

为宇宙的大本大源，是宋明理学的最高范畴。熊十

力说：“学不究体，自人生论言之，无有归宿。”［10］

本体不明，则人生无归宿感；本体明，人生意义顿

显，仿佛找到回家的路，心灵得以安歇。

王阳明 27 岁时从治辞章之学转向追求宇宙人

生之大道（本体）［11］。他先从遍读朱子遗书开始。

程朱以“理”或“天理”为本体，它是“唯一的绝

对”，“万物都是从‘天理’那里产生出来的”；“‘天

理’又是上帝的同义语”［12］。如何求证这个“天

理”呢？朱熹指点的路径是“格物穷理”：“目前事

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

理”［13］；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通过格具体

事物中的理，累积到一定的火候，豁然贯通，最

终从下学而上达宇宙的最高本体——“天理”。王

阳明遵从朱子的教导，有过一次失败的格竹子的经

历，他格了七天，也没有找到本体，竟把自己格病

了，从此对朱学发生了怀疑。直至 37 岁在贵州龙

场山洞中大悟，发现“心即理”，自我与本体不二，

这个困惑才得以解决。在王阳明看来，本体随义异

名，“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

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14］。

从形体意义上，本体被指称为“天”；从主宰意义

上，本体被称之为“帝”；从流行意义上，本体被

称之为“命”；从内在于人意义上，本体被称之为

“性”；从统帅生命意义上，本体被称之为“心”。

总之，天、帝、命、性、心，均指的是同一本体的

别名。这如同一个人，随其身份角色的不同，对其

称呼也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心即理是从本体主

宰个人生命的意义上说的。宇宙的最高主宰——本

体，同时也是个我生命的主宰，这个主宰便是心，

也称为心本体。所以王阳明所谓“心”不同于腔子

里的那个肉团心，它是本体的别名。本体虽寂然不

动，但却感而遂通，所以心本体既能主宰我们耳目

口鼻四肢的知觉，又能主宰我们的思维。思维意义

上的肉团心，王阳明通常称之为“意”，意为心本

体之所发，心决定意。王阳明说：“心不是一块血

肉，凡知觉处便是心”［15］，“所谓汝心，却是那能

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16］，“身之

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17］。所以，在阳

明的语境中，“心”既是发育万物的宇宙本体，又

是个体生命的主宰。而在程朱那里，“‘心’只是指

‘腔子里’的血肉之物”［18］，是主思维的器官，是

心思之心。依程朱追求真理（本体）的路径，心要

向外求理，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才能认识本体；

而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发现，本体不外于人，心（本

体）成了生命的主宰。一悟之下，“吾性自足，向

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9］。

“知行合一”说的理论前提是心本体。学界历

来较少认识到这一点，多孤立地将其理解为道德认

知与道德实践的关系。发育万物的宇宙本体，从主

宰于人的视角看即为“心”。本体虽然无形无象，

但作为人们生命的主宰，它能发挥作用，它一来能

让我们的耳目口鼻四肢有知觉，二来让我们的肉团

心在道德上能判断是非，这就是所谓“有体有用”。

阳明经常以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为例，

说明人的道德判断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这种本

能从哪里来的呢？阳明认为，这是心本体赋予的。

弟子徐爱献疑说：“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

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

件。”阳明回答：“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

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

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20］在阳明看来，

知行其实是一个，都是来自于心本体。心本体发而

为知，知而不行不是真知。为什么会有知而不行的

事呢？乃是因为心本体被人为的私欲阻隔了，导致

真知不能流行。王阳明说：“某今说知行合一，使



38

2021 年第 4 期

学者自求本体，庶无支离决裂之病。”［21］所以知行

合一的理论预设是心本体，心本体作为生命的主

宰，使人自然能知、自然能行，若无这个前提，知

行就会断裂为二，有知而不行之病。

王阳明最初以“心即理”“知行合一”教人，

但发现学者久已割裂知行，合一太难，于是提倡

“静坐”。为什么提倡静坐呢？是由于“世之学者，

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

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

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

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22］。学者之所以浮躁，

是因为找不到精神归宿，这个归宿便是宇宙的大本

大源——本体（其主宰于人称之为心）。本体之为

物（按：本体不是“物”，称之为“物”实乃强名

之，如老子所说“道之为物”），本来就难以言说，

只能通过静坐的方式去“体认”。但学者通过静坐

体认到本体之后，虽然“吾性自足”，有人生大解

脱之欢愉，却又出现了脱落世事成为“自了汉”之

流弊。于是阳明为教再次变化，提倡“存天理，去

人欲”。存理去欲按说是程朱的修养思路，但实际

上王阳明与程朱的理论前提是不同的：程朱的天理

是外悬于心体之外的本体，认识这个天理需要尽一

番格物致知的功夫，需要肉团心去认知和把握外在

之理；王阳明的“天理”却是主宰于人成为“心”，

心体如果被私欲遮蔽，从躯壳（肉身）自私上起

念，即是人欲。在阳明看来，存天理，即是听任心

本体的流行而不杂于人欲，所以王阳明的“天理”

乃是“心”的别名。

王阳明为教第三变即是提出“良知”和“致良

知”之说。他的全部哲学最终可概括为：以良知为

本体，致良知是功夫。阳明不再以“心”或“天

理”指称本体，乃是因为他觉得使用这两个名词容

易使学者杂入旧见，解释起来颇费口舌［23］，于是

拈出“良知”二字作为本体的别名。故此他说：“吾

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

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24］。良知

与本体同义异名，这没问题，但良知与本体又稍有

区别，它更侧重于强调本体“虚灵明觉”的一面。

阳明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

本然之良知也。”［25］这里的心仍是指本体，是生命

的主人；本体虽寂然不动，但又能感而遂通，它有

“虚灵明觉”的功能，这种虚灵明觉具有能动性的一

面即是“良知”。从本体创生万物一面说，“良知是

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

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26］；从本体主宰个体生命

一面说，良知能帮助我们判断是非，成为道德之源。

依照良知的提示去处理事物，便是“致良知”。

王阳明“天泉证道四句教”是他去世前一年提

出的，堪称其一生讲学的全部归结：“无善无恶是

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

善去恶是格物。”［27］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是说

本体。本体是形而上者，无形象、无动静、无方

所，自然也无善恶可言（善恶都是针对有形世界

之具体事物而言的）。本体从主宰生命的角度上称

之为“心”，所以说心本体无善无恶。次句“有善

有恶是意之动”是从念头上说的，是说心思发动便

有善有恶。这个“意”字在阳明的语境中相当于今

人理解的心、念头或思想。人的心思一发动无非是

善恶或对错两极，那么如何判断念头的善恶或对错

呢？这就需要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

心本体的虚灵明觉，它自然地知善知恶、知对知

错，对心思或意念的善恶起到一个分辨甄别作用。

仅仅知道思想或念头的善恶对错还不行，还需要将

择善去恶的功夫贯彻到道德实践中去，这就需要第

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个“为善去恶”便是

“致良知”的功夫。阳明一生的讲学全部落脚于此。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可知“心”“天理”“良

知”均是关于本体的言说，并非是学者通常理解的

主体心灵或道德理性。本体既是宇宙的大本大源，

同时又是个我生命的主人，是灵魂的把舵者。找到

了本体，也就找到了回家之路。王阳明全部的文学

思想亦落脚于他的心学本体论。

二 本体与王阳明文学发生论

将文学与本体扯上关系，视本体为文学之源，

文学为本体的发用，这其实是宋代理学家的发明。

王阳明同样也是这个思路，但因为他视心为本体，

从而又变为“心为文源”说［28］，这与宋儒同中又

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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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理学家重道轻文，这个结论对理

学家其实有不少误会。理学家瞧不起的是那些不

能见“道”（本体）的文人。唐宋古文家一般都有

“文以明道”的观念，但他们的“道”多是指儒家

伦理层面的“道”，而不是哲学意义上宇宙大本大

原之“道”。如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

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这样的“道”

就遭到了朱子的嘲笑：“此是说行底，非是说道

体。”［29］其意是说韩愈的“道”指的是仁义行动，

而不是“道体”（本体）。朱子还说韩愈、苏辙、

司马光“都是个无头学问”［30］，是在讥讽古文家

自以为“明道”而其实于“道”无见。在理学家看

来，不仅古文家不识本体，汉唐以来儒者的经解

训诂之学亦不能见道。二程说：“今之学者有三弊：

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

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31］朱子《大学章句

序》延续二程之说，亦批评汉唐以来的“俗儒记诵

辞章之习”，其实是说汉唐儒经传注以及辞章之学

并不能发挥圣人之道。当然，道学家理解的“圣人

之道”是指能发明本体的“道”。

正是因为以是否见道（本体）为判断学术高下

的唯一标准，所以理学家对于文学每每有极端的言

论，如程颐所谓“作文害道”，讥讽杜甫写景诗为

“闲言语”［32］、朱熹所谓“古文之与时文，其使学

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33］等。但这些批评并不

意味着理学家不重视文，他们理想中的文，是道

的外显之文。二程说：“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

亦作文，不知圣人只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

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

也？”［34］在二程看来，《六经》之文是圣人对天理

的发现，这种“文”能展现天象人文的奥秘，与世

俗词章之文是不同的。朱熹说：“这文皆是从道中

流出。”［35］朱子的“道”是指“天理”，他认为文

要从本体中流出，这才是理想的文。在中国文学批

评史上，宋代理学家粗暴地否定文士之文，思想虽

然偏激，流弊也不少；但却首次将文学的发生与宇

宙的大本大源——本体进行链接，从而打开了一个

新局面，提升或转换了文学的境界。在我看来，这

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王阳明对文人的批评很多承接了宋儒。他说

过很多批评辞章之学的话，如：“独以慨夫后儒之

没溺词章，雕镂文字以希世盗名，虽贤知有所不

免”［36］；“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词章

之学，而侈之以为丽”［37］；“世之学者，业辞章，

习训诂……然亦辞章而已耳，训诂而已耳，技艺

而已耳。非所以深造于道也”［38］；“精于文词而不

精于道，其精僻也……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

远矣”［39］；等等。阳明认为文学若非发生于“道”

将是无价值的，这基本上还是继承了程朱的思路。

站在“道”的立场，王阳明对历史上的文学大

家时有讥讽。如评价韩愈：“退之文人之雄耳。文

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

退之去文中子远甚。”［40］文中子是隋代王通，阳明

以为王通多少能见道，比韩愈要强。他甚至还说：

“只从孝弟为尧舜，莫把辞章学柳韩。”［41］阳明评

价大诗人李白：“李太白，狂士也。其谪夜郎，放

情诗酒，不戚戚于困穷。盖其性本自豪放，非若

有道之士，真能无入而不自得也。”［42］阳明认为李

白的豪放出自天性，但并非有道之士。阳明评苏

轼：“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东坡平生自

谓放达，然一滴入口，便尔闭目攒眉，宜其不见容

于时也。”［43］这是讥东坡并没有见道，实不能真放

达。王阳明还有三篇文章，分别记当时著名文学

家徐祯卿、董 、方献夫在他心学影响下弃文从道

一事［44］，此虽是阳明一面之词，事实真相或可另

考，但足以说明王阳明对不见道的文人有很大的偏

见。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的偏激上承二程有过之而

无不及。

王阳明亦力主“文从道出”。他说：“夫道广矣

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45］，“德，犹根也；言，

犹枝叶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叶为者，吾未见其

能生也”［46］。阳明“文从道出”的观点表面上看

与宋代理学家并无不同，但如前所述，王阳明的

“道”与宋儒之“道”又有不同，于是“文从道出”

在王阳明那里又变身为“文从心出”。这对于程朱

是绝不可以这样说的。

在 王 阳 明 看 来， 本 体 在 天 为“ 理 ”（ 亦 称

“道”“太极”），主宰于人称之为“心”，本体作为

形而上者，虽然寂然不动，但能感而遂通，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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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虚明灵觉”功能便是“良知”。就本体的

形上性而言，阳明与宋儒的理解并无不同。他说

“神无方而道无体”［47］，“所谓心者，非今一团血肉

之具也，乃指其至灵至明、能作能知者也，此所谓

‘良知’也。然而无声无臭，无方无体”［48］。也就

是说良知即是道，都是指无声臭、无方所的形上本

体。王阳明与程朱在如何证得本体上，方法和路径

大不同。在程朱看来，本体显化为万物之理，即所

谓“理一分殊”，故为求证本体，需要格尽万事万

物之理，豁然贯通之后才能上达本体“天理”。这

样具体事物之理便成为与心相对待的对象。在程朱

那里，心不是本体，而是属于“气”或“器”的范

畴，其实就是“肉团心”之义。朱子说过，“心是神

明之舍”［49］，“心者，气之精爽”［50］，“性犹太极也，

心犹阴阳也”［51］。程朱虽也承认天理居于天而根

于心，但需要心向外求具体事物之理而将之印证心

中固有的天理。而王阳明却认为：“心者身之主也，

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

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

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

物。”［52］阳明还说：“身心意知物是一件。”［53］这里

的心是本体，本体之明觉是良知，良知应感而动成

了意（心思），意之所着成了物。“身心意知物”不

分彼此，打成一片，成为有机的整体，于是消泯了

主客对待，将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视为心体（或良

知）的流行。用阳明的话说即是：“天地间活泼泼

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54］,“我

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

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

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

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55］。这个

“灵明”便是生天生地、生鬼生神的本体——良知。

既 然“ 天 地 万 物， 俱 在 我 良 知 的 发 用 流 行

中”［56］，那么很自然的，“文”也是从良知中发生

而来。如果说文也是一“物”的话，文与身心意知

也是一体的，文从道出，也就等同于文从心出。而

程朱的“心”则是肉团心，是思维之心，属于形而

下的“器”或“阴阳”的范畴；程朱的“道”是高

悬于心灵之外对象化的本体，他们也讲“文从道

出”，认为文是本体的外显，但却不是文从心出。

在程朱那里，心物主客二分，反映在文学思想上，

只能是感物说；而在王阳明，心物主客一体，在文

学思想上，于是变身为性灵说［57］。原因则在于朱

子“析‘心’与‘理’为二”，阳明则是“合心与

理而为一者也”［58］。

在文学发生论上，王阳明主张诗文从心或良知

中流出。作为本体的良知，“彻动彻静，彻昼彻夜，

彻古彻今，彻生彻死，无非此物。不假纤毫思索，

不得纤毫助长，亭亭当当，灵灵明明，触而应，感

而通，无所不照，无所不觉，无所不达”［59］。良

知这一通贯古今、动静、生死的神物，虽然极为灵

动，但如果吾人若有功利之心、胜心、习心（这些

通称为人欲），这将会障碍和遮蔽良知在心灵中自

然流行。如同镜体中有脏物，则不能照物，而镜之

明未尝不在。良知得以流行之后，才可以发生诗文

活动。所以王阳明说：“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

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

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60］阳明又说：

“诗文之习，儒者虽亦不废，孔子所谓‘有德者必

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组织，未有不起于胜心者，

先辈号为有志斯道，而亦复如是，亦只是习心未除

耳。”［61］其实是说去除人为的私心杂念，老老实实

地听从神秘良知的流行，诗文这时才成为源自本

体、自然天成的“实学”。

王阳明还对“博文约礼”进行了新解。在他

看来，“礼”和“天理”“心”一样，都是本体的别

名，“文”是本体的外显。他说：

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夫礼也

者，天理也……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宣

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而成行，书之于册

而成训；炳然蔚然，其条理节目之繁，至于

不可穷诘，是皆所谓文也……文，显而可见

之礼也；礼，微而难见之文也。是所谓体用

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博文而非约之以

礼，则其文为虚文，而后世功利辞章之学矣；

约礼而非博学于文，则其礼为虚礼，而佛、

老空寂之学矣。［62］

这 段 话 有 三 层 意 思： 一 是 阳 明 将“ 心 ”“ 天

理”“礼”都看作一个，均成为本体的异名；二是

作为本体的“礼”微而难见，但本体发见于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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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言则成了“炳然蔚然”具有审美性的斐然成

章的“文”；三是“礼”与“文”是体用一源、显

微无间的关系。如果博文离开了本体礼的约束，就

成了后世功利辞章之虚文；如果只是“约礼”（只

守空寂的本体），不去博文，则成了佛老空寂之学；

离开博文的约礼，也就不是真正的礼本体而是“虚

礼”了。所以这段话的核心意思其实只有一句：文

是心本体的外显。当然这个“文”并不全指辞章，

但辞章却一定是“文”。

王阳明的本体论，极大地突出了心灵的主体

性。他提出认识天理需向内转，在心上用功。他

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又对

弟子说：“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

不假外求始得。”［63］在他看来，六经不过是印证吾

心固有天理之粗迹，良知中自有道德，自能判断是

非，不假外求。他有非常著名的两段话：“夫学贵

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

敢以为是也”［64］，“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

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

也”［65］。这样，心或良知成了判断道德是非的唯

一标准，也成了为万物立法的唯一尺度。既然尺度

在我，当自我立法，以我衡人量物，而非以己外

的天理或道德威权衡己。所以阳明推崇狂者气象：

“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

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

我行不揜言也罢。”［66］当有人问起“声色货利，恐

良知亦不能无”时，阳明回答说：“固然……良知

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

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67］

甚至声色货利，与良知亦并非不兼容，这已有突破

封建陈规、思想解放的苗头。

要之，王阳明的文学发生论，是“心（或良

知）为文源”说。心为本体，从本体中流出的诗

文便有宇宙境界和狂者胸次；本体落实于心成为

良知，诗文同时又是心灵境界，成为性灵一派的

文学。

三 本体与王阳明文学情感论

王阳明很少有专论文学情感的文字，但他在哲

学上时常讨论情感问题，他的哲学情感论每每贯通

到他的文学创作中去，所以其文学情感论与哲学情

感论是相通的。以下结合阳明哲学与文学创作而归

纳其关于情感的文学思想。

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

生 天 生 地， 成 鬼 成 帝， 皆 从 此 出， 真 是 与 物 无

对。”［68］良知既然作为本体是生天生地、造就世间

一切的绝对的存在，那么理所当然，人的“七情”

也是从造物主“本体”那里生出来的，是天赋予人

的自然情感。王阳明说：

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

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

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

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

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

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

功夫。［69］

“七情”是本体的发用。既然是造物主——本体的

发用，也就无所谓善恶，一切都是合理的了。阳明

反对的是“七情有着”。“着”是粘着的意思，是

指“七情”在心中人为地凝固不化，粘着凝固就成

了人欲。比方说，本体是电视台，人的心灵则是电

视机。电视上演什么节目，一切要听电视台的安

排，电视机只是显示器而已。按阳明的思路，在心

灵这台机器上，要时刻排除自我的积习成见和闲思

杂虑，一任本体遇物而感后所做出的播演和流行。

王阳明说：“此学如立在空中，四面皆无倚靠，万

事不容染着，色色信地（按：原文“地”或误，应

为“他”）本来，不容一毫增减，若涉些安排，着

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70］“信他本来”就是

听任本有良知的安排，不要自作主张。有一次阳明

问其弟子罗琛：“钟声何如叩之即应？”罗琛回答

说：“钟空则鸣，心虚则灵。一物实其中，钟声必

不应；一欲横于中，则心必不明。”［71］阳明认为这

是对本体很好的说明。钟里面填塞了东西，钟就叩

不响了。心体（肉团心）塞满了成见，本体就不能

在心上流行了。阳明还说：“良知固彻天彻地。近

彻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须许大事。第头上一发

下垂，浑身即是为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72］

古人是长发盘头，如有头发下垂是很不舒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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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以此来形容心体要排空无物，不可有成见或人

为情绪的填塞，这样良知才能在心上发显。“信步

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73］，王阳明这两

句诗说明，一切都要听从“天”（本体）的裁决，

不要自作聪明、自作主张，这才是真正的解脱之

道。所以，“顺其自然”在心学家那里大有深意在。

在王阳明看来，从化生万物的角度，本体是天

（亦名“天理”）；从主宰于人的生命而言，本体是

心；从心的虚灵明觉而言，本体是良知。良知侧重

于本体创生性、能动性的一面。在良知与“七情”

的关系上，良知是体，“七情”即是用。所以阳明

说：“道心也者，率性之谓也，人心则伪矣。不杂

于人伪，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用也，以言其情则为喜

怒哀乐；以言其事则为中节之和。”［74］“道心”就是

不杂于人伪的“率性”，“不杂于人伪”就是心里没

有人为的闲思杂虑。去除杂念后听凭良知（本体）

的流行，这样流出来的喜怒哀乐之情便是道心的发

用。阳明又说：“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

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75］之所以“不滞”，是因为

良知是体；之所以“不外”，是因为喜怒忧惧是良

知流行不息之用。所以从本体自然而来的喜怒哀乐

爱恶欲，王阳明都是肯定的。阳明说：“见孺子之入

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见鸟兽之哀鸣觳觫，

而必有不忍之心焉……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

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76］为

什么人会有这些惊恐、悲伤、怜悯、顾惜之情呢？

在阳明看来，孺子、鸟兽、草木、瓦石与我一样，

皆是本体创生的，大家同是上帝（本体）之子，所

以万物与我同气。他（它）们受到伤害，在我的心

里就天然产生这些感情。这就是所谓“我与天地万

物为一体”的涵义。应该说，阳明引入本体论，在

哲学上提升了孟子“四端说”的高度。

有学者认为，王阳明龙场悟道或提出“良知

说”后，诗学上不再有悲愤感伤之气，而是追求

和平快乐［77］。如果说龙场悟道后，王阳明的文学

创作境界大变，这是对的；但若说王阳明“得道”

之后就彻底解脱，一了百了，从此没有烦恼忧伤，

“七情”中只剩下喜乐一情，这其实是个误会。“龙

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有不少诗歌写其忧愁或愤疾

之情（均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九、卷二十），如：

“炎荒万里频回首，羌笛三更谩自哀”（《元夕二

首》其二）；“探幽冀累息，愤时翻意惨”（《书杖锡

寺》）；“江上相逢疑未定，天涯独去意重伤。”（《别

族太叔克彰》）；“正思锋镝堪挥泪，一战功成未足

云”（《喜雨三首》其三）；“百战归来一病身，可看

时事更愁人”（《宿净寺四首》其三）；“世情平地犹

多艰，回瞻北望双泪潺”（《登小孤书壁》）；“人多

失足投坑堑，我亦停车泣路穷”（《元日雾》）；“天

涯霜雪叹春迟，春到天涯思转悲。破屋多时空杼

轴，东风无力起疮痍”（《立春二首》其二）；“毛发

暗从愁里改，世情明向笑中危”（《劝酒》）；“未能

布德惭时令，聊复题诗写我忧”（《立春》）；“依依

窗月夜还来，渺渺乡愁坐未回”（《月下吟三首》其

三）；“客久欲迷乡国望，乱余愁听鼓鼙声”（《月夜

二首》其一）等。此类诗很多，限于篇幅，兹不多

举。文章如《瘗旅文》：“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

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尔奄忽也。皆尔自

取，谓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尔，乃使

吾有无穷之怆也，呜呼痛哉！”［78］此文写一吏目

自京城贬官至贵州，路过龙场而死于路旁，阳明伤

其同类，写下这篇感情深挚的文章。又如阳明为

其弟子徐爱之死而写的《祭徐曰仁文》：“自得曰仁

讣，盖哽咽而不能食者两日。人皆劝予食。呜呼！

吾有无穷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将以托之曰

仁，而曰仁今则已矣……呜呼痛哉！吾今无复有意

于人世矣。”［79］阳明为弟子的病死而万念俱灰，两

日哭泣不食，这种痛苦是非常真实的。

正如鲁迅评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一

样［80］，“得道”的王阳明也并非只有喜乐而没有哀

伤和愤疾。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如上所述，“七情”

实际上一样也没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哲学

上主张“七情”不外于良知，“七情之发”是良知

之用。那么如何才算是从良知中流出来的“七情”

呢？王阳明提出要打扫心体（肉团心），去除心中

的俗念如好色、好利、好名等闲思杂虑，“光光只

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

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

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81］。王阳明认为，只

要心体光光，不掺杂人为的闲思杂虑，这时寂然不

动的本体之神遇到事物便“感而遂通”，此时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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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怒哀乐，便是中节合道的。

王阳明说过，“‘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

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82］。这话初看有些

费解，也易使学者误以为阳明哲学就是求乐，从而

会做出龙场悟道后其文学也是追求安闲喜乐的错误

判断。这话其实应这样理解：从本体中自然流出的

“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都能让我

的心灵快乐，所以说本体之乐“不外于七情之乐”；

但“喜”（乐）毕竟只是“七情”之一，是乐就不是

悲，因此，本体之乐又“不同于七情之乐”。弟子问

阳明，既然“乐是心之本体”，那么遇到亲人去世

时，此乐还在否？阳明回答：“须是大哭一番方乐，

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

未尝有动。”［83］本体寂然不动，却又感而遂通。遇

到亲人去世，本体会让你大哭，不哭人心便不安不

乐。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本体自然发出的七情，全

是乐。王阳明又有“求快吾心”的说法：“君子之

学，求尽吾心焉尔……嫉邪祛蠹，非以为刚也；规

切谏诤，非以为直也；临难死义，非以为节也。吾

心有不尽焉，是谓自欺其心；心尽而后，吾之心始

自以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贵贫贱、

忧戚患难之来，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84］所

以这个“求快”，是指肉团心上不掺杂人欲，使“七

情”从本体良知中直贯下来，这样的喜、怒、哀、

惧、爱、恶、欲，便全是快于吾心，全是大乐。

当然，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的文学境界的确

发生了置换［85］。悟道之前，他寻天理而不得；悟

道之后，他发现天理（本体）原本在我，这个发现

使他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下能够乐观地活了下来。他

的贬谪地“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

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鴂舌难语，可通语者，皆

中土亡命”［86］，阳明最初还要提防刘瑾派来的杀

手，只好躲进荒洞居住。他在洞中日夜端居澄默，

感觉富贵利达等鄙吝之念已经消去，疾病夷狄患难

也已对他无可奈何，夜半忽然大悟，发现“吾性自

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87］。其实是说天理

不可通过外求而证得，顿悟之下，天理就是吾心，

无限的本体与有限的自我打成一片，从而使苦难的

生命获得一种超越感和永恒感。据其年谱记载，阳

明这一悟，忧愁便一扫而光，又恐他带来的仆人

“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

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88］

心体光光，富贵利达等世俗鄙吝之念消除后，

天理给他的启示是以乐观处患难，于是人从得失欲

求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进入一种放松自在的审美状

态。所以王阳明居夷诗数十首，诗境大多是和平喜

悦，原本苦难的生活经过良知的过滤，突然变得诗

意淋漓，天地人间竟变得那样美好。如《始得东洞

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其二写他在荒洞中的生

活：“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

巧谢雕凿。清泉傍厨落，翠雾还成幕。我辈日嬉

偃，主人自愉乐。虽无棨戟荣，且远尘嚣聒。”在

这个洞穴里，清泉傍锅灶而飞落，云雾缭绕，在洞

口形成天然的帷幕。这是个自然天成的家，住在这

里安静而又快乐。但穴居毕竟潮湿，他又伐木构

屋，并赋诗《龙冈新构》（其一）以庆新居：

谪居聊假息，荒秽亦须治。凿巘薙林条，

小构自成趣。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虚寨

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

莳。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轮奂非致美，

毋令易倾敝。

这是一首极美丽的田园诗，颇有陶诗风味。王

阳明出身贵胄，其父曾是状元、帝师，在他贬谪龙

场之前恐怕从未吃过劳动之苦；而此时他锄地灌

园，种花植树，将农夫生活写得如同仙境般的美

好，丝毫不见穷愁悲苦之气。他的《瘗旅文》写一

个赴谪的吏目，由于“不任其忧”死在龙场附近，

而说起自己之所以不死，乃是因为“未尝一日之戚

戚也”。这种以乐观处患难的人生态度，没有良知

的指引实是不可想象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传》）。对于

造物主（本体）来说，无不希望天地间一切所生之

物都能欣欣向荣、健康快乐地活着。王阳明说：“人

之生理，本自和畅，本无不乐。观之鸢飞鱼跃，鸟

鸣兽舞，草木欣欣向荣，皆同此乐。但为客气物欲

搅此和畅之气，始有间断不乐。”［89］这个“客气物

欲”就是声色名利等物欲之心，它能间断造物者赋

予人的本然之乐。所以王阳明又说：“仁人之心，以

天地万物为一体，合和畅，原无间隔……本体之

合和畅，本来如是，初未尝有所增也……良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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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乐之本体。”［90］前已说过，“天地万物为一体”是

因为天地万物同为一个本体之发显流行，万物有着

共同的来源，所以一切生物“合和畅”是本体赋

予生命的本来面目。王阳明平时点化弟子，常让

他们脱去俗缘，恢复心体本然之乐。所以阳明教

学，不像宋代理学家那样道貌岸然。天气炎热，阳

明让弟子用扇，弟子起身对曰：“不敢。”阳明说：

“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

的模样。”［91］阳明在滁州讲学，弟子“环龙潭而坐

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

舞”［92］；在越地讲学，众弟子“歌声彻昏旦”［93］，

“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

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

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

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

句”［94］。这些讲学场景其实就是诗化的人生，洒

乐的人生，审美的人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他的

“赴谪诗”“滁州诗”“南都诗”“赣州诗”“江西诗”

以及他的散文创作，表现生命乐境的作品非常之多。

总之，王阳明文学创作在情感处理上，以本体

为统摄，一任七情之流行，诗文中有忧愁愤疾，但

更多的是生命之乐、天人一体之乐。本体寂然不

动，感而遂通。心本体在不掺杂利欲情况下发出的

“七情”全是乐。这便是他“乐是心之本体”的真

实涵义，也是他文学情感论的灵魂所在。

四 本体与王阳明创作方法论

王阳明有一些关于文学创作方法的论述，这与

他的哲学本体论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本体、

致良知，是他文学创作方法论的前提。

王阳明认为建立一个良好的创作心态，这是写

好文章的前提。他对指导学生如何应付科举、写

好八股文章很有一套方法。历史上很多大儒如朱

熹以及后世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无不反感时

文，对科举取士亦多批评，而王阳明对此却有另一

番见解。他说：“家贫亲老，岂可不求禄仕？求禄

仕而不工举业，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无是理

矣。”［95］宋人谢枋得的《文章轨范》本是为科举士

子编写的一部古文选本，目的是让人从中揣摩文章

的写作技法，以利于科举。阳明鼓励士子研读此

书，以求写一手漂亮的时文。可见，阳明对科举的

态度很是通达和现实，他的良知之学原本离人情

不远。

阳明认为，参加科举考试作时文，要有一番致

良知的功夫，才能写好文章。弟子徐爱应试前，王

阳明叮嘱说：

君子穷达，一听于天，但既业举子，便须

入场，亦人事宜尔。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

则大惑矣。入场之日，切勿以得失横在胸中，

令人气馁志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场中作

文，先须大开心目，见得题意大概了了，即放

胆下笔；纵昧出处，词气亦条畅。今人入场，

有志气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为之病也。

夫心无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

字，是三用矣，所事宁有成耶？只此便是执事

不敬，便是人事有未尽处，虽或幸成，君子有

所不贵也。……

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娱。若心劳气

耗，莫如勿看，务在怡神适趣。忽充然滚滚，

若有所得，勿便气轻意满，益加含蓄醖酿，若

江河之浸，泓衍泛滥，骤然决之，一泻千里

矣。每日闲坐时，众方嚣然，我独渊默；中心

融融，自有真乐，盖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

游。非吾子概尝闻之，宜未足以与此也。［96］

作文前需将患得患失之俗念清空，使心体放松，然

后才能专一于文字。这是良知显现的状态。“我独

渊默，中心融融，自有真乐，盖出乎尘垢之外而与

造物者游”，其实说的是静中体认本体之意。王阳

明还说，其中之妙，若非弟子知其道者，实未足与

言此也。

王阳明主张“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

益”［97］。“在事上磨炼”即是在应接事物上检验其

良知之学。“遇事之来，件件与他理会，无非是养

心之功，盖事外无心也”［98］。元代大儒许衡有句

名言“学者以治生为首务”，因为能治生方能养廉

耻。王阳明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见道是第一要务，

治生不过是致良知中之一事：“果能于此处调停得

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

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99］心体无累，良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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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做买卖才能做得好，讲学、治生是一件事。正

因为有这样的思路，所以王阳明并不反对作诗文。

他认为，作诗文一事，正可以拿来检验其致良知

的功夫。他说：“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

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100］，“随事尽

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

之学”［101］，“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为只是一事。

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102］。阳明

弟子问：“作文字不免费思，作了后又一二日，常

记在怀。”阳明答曰：“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

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则未

可也。”［103］王阳明这些话说明，诗文若想做得好，

需于良知有见，心体（肉团心）上必须排除患得

患失、争强好胜、希名要誉之念，此时人心处于

自由的空明状态，良知才能发显，文思亦能打开。

阳明打比方说：“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

着不得些子尘沙。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

地了。”［104］得失之念如同眼中尘沙，哪怕一点点，

也障碍良知的流行。如作诗文，岂可不见本体？

王阳明的良知是德性之知，而非知识之知。他

说：“知乃德性之知，是为良知，非知识也。”［105］

良知是本体的虚灵明觉，它能帮助人判断是非，它

告诉人们遇事时该怎样处理才是正确的，但不能代

替知识和见闻。阳明说：

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

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

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

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

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

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如

“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

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

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

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

所在。［106］

这段话说明，圣人只是知天理（本体），并非是知

尽天下一切知识，而且圣人也不可能什么都知。圣

人遇到一个当知未知的事物时，天理之虚灵明觉会

告诉他，对这个未知事物正确的态度就是“不懂就

问”。所以知得天理之后，圣人自然会通过各种途

径获取必备的学问知识（节文度数）。这个思想运

用到作诗文上是一样的道理。诗文能否作得好，是

个专门之学，不懂就要问，就要学。所以，王阳明

并不排斥作文技法之类的专门之学，他的《重刊文

章轨范序》就提倡士子揣摩古人的写作技巧。阳明

还说：“言语无序，亦足以见心之不存。”［107］言有

序，是作诗文的技术要求，篇章布局和语言表达如

果混乱不堪，是因为“心不存”。心不存，则是因

为缺少一番致良知的功夫，没有去“尽个天理”。

阳明又有《赠陈宗鲁》云：“学文须学古，脱俗去

陈言。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又如昆仑派，一

泻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吾苟得其

意，今古何异焉？”［108］文章要学古人之真精神，

要脱去陈言，要有雄伟的气象，这是贯古通今的文

学原理。

王阳明虽然主张学古，但又反对格套，反对愚

执古人的陈迹。在他看来，道无方体、无形象，但

它又运行不息，“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

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

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

式，此正是执一”［109］。执一则不通。三代圣人应

物不穷，随时变易，各有各的节文度数：“周公制

礼作乐以示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

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

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

人遇此时，方有此事。”［110］舜不告知凶顽的父母

而擅自娶妻，周武王不等葬其父就兴师伐纣，难道

是因为从前有这样的礼法规定吗？他们考之何典？

问之何人？还是因为“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

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111］？所以三代圣人各

有各的一套，都视情、视时而变易。变易的原理仍

是本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本体不是个死物，它

是随物而感、流行不息的。阳明说：“夫良知之于

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

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

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

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

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

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112］良知就好比是圆规和

尺度，用其可以画出大大小小的方、圆，可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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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小小的长度。本体一立，天下的方圆、长短不

可胜用。

“良知是规矩和尺子”的这个思想，虽然不是

专门用来讨论文学的，但这个原理用在文学上，就

否定了王阳明时代文坛上正在流行的“格调说”。

李梦阳等七子派主张文必秦汉、诗学盛唐，将诗文

纳入一个格套，无异于执定一个方圆、一个尺寸代

替了规矩和尺子。事实上，良知遇境不同，感应也

不同，世间有千万境，良知就有千万的感应，产生

千万的文学，岂可执定一种套路？张怡《玉光剑气

集》中有一条关于王阳明论文的记载：

一人送文字求正于阳明，阳明评曰：“某篇

似左，某篇似班，某篇似韩、柳。”其人大喜。

或以问阳明，阳明曰：“我许其似，正谓其不自

做文而求似人也。童子戴假面，挂假须，伛偻

謦咳，俨然老人，人且笑之，又何敬焉！”［113］

“自作文”就是自信良知，随物而感，由衷而

发，自成面目。这种思想是对“修辞立其诚”最

好的阐发。所以作诗文若假，做人将何往而不假？

门人作诗送人，阳明看完其诗，谓曰：“凡作文字

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

矣。”［114］所以说，诗文是从良知中真诚流出来的，

不可说假话，亦不可执定格套，即使有所谓文法，

也是文成法立。这样王阳明的文学法度论便与其良

知之学联系起来了。在明代文学思想史上，这其实

已开性灵说与格调派论争的端倪［115］。

概言之，王阳明的文学方法论与其本体论的关

系表现为：其一，致良知有利于建构一个最佳的创

作心态，这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其二，在诗文上致

其良知，可促使人钻研文章之学，虚心学古，掌握

作文技法，从而使言语有序；其三，诗文法度是由

良知决定的，反对执定格套，主张修辞立其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理学文

论研究”（项目编号 19AZD033）阶段性成果］

［1］如归有光所编《文章指南》（台北广文书局 1977 年版）

于明代只选四家：宋濂、王禕、方孝孺、王阳明；茅坤自

称“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例》，

《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编，第 5 页，黄山书社 2010 年

影印本）；王世贞评王阳明为明代开国以来五大文派（即

“国初之业”“台阁之体”“先秦之则”“理学之逃”“六朝之

华”）中的一宗，并说“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

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参见王世贞《艺

苑卮言》，罗仲鼎校注，第 241 — 242 页，第 234 页，齐鲁

书社 1992 年版）；清代四库馆臣评价王阳明“为文博大昌

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 2311 页，中华书局 1997 版）。

［2］王世贞：《艺苑卮言》，罗仲鼎校注，第 242 页，齐鲁

书社 1992 年版。

［3］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 696 页，东方出版中心（上

海）2008 年版。

［4］研究王阳明哲学与文学之关系较为重要的成果有：左

东岭《良知说与王阳明的诗学观念》（《文学遗产》2010 年

第 4 期）、《龙场悟道与王阳明诗歌体貌的转变》（《文学评

论》2013 年第 2 期），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第四章

“独立派论”有关王阳明的部分（第 278 — 279 页，武汉大

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但左文将王阳明的“良知”理解为

“主体之虚灵”“自我之明觉”“真诚恻怛之情怀”，熊著将

王阳明的“心”理解为“主体意识”或“主体精神”；这

与笔者将“良知”和“心”均视为本体，思路迥异。另外，

在哲学界，学者对“心”“良知”“本体”等概念的理解意

见并不一致。如张立文从“具有意识活动的精神实体”等

三个方面规定“心”的内涵、从“心之本体”等七个方面

定义“良知”（参见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第 484 — 487

页、第 520 —527 页，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陈来从“至

善者心之本体”等七个方面解说王阳明的“心体”、从“良

知即是非之心”等七个方面解说“良知”（参见陈来《有无

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 68 — 75 页、第 154 — 16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但笔者认为，阳明学并

非如此支离，无论是主体虚灵、恻怛之情，还是主体精神、

是非之心等前贤所说的种种规定性，均是从“心”或“良

知”等本体观念生化而来的现象或作用层面的内容。

［5］［6］［7］［8］［9］［14］［15］［16］［17］［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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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2］［114］《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

第 1574 页， 第 1237 页， 第 1278 — 1279 页 , 第 1279 页，

第 1170 页， 第 15 页， 第 121 页， 第 36 页， 第 6 页，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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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8 页，第 100 页，第 98 页，第 124 页，第 97 页，第

24 页，第 1072 页，第 19 页，第 12 页，第 50 页，第 50 页，

第 9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10］熊十力：《与友论新唯识论》，《熊十力全集》第 8 卷，

萧萐父主编，第 334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11］据《王阳明年谱》弘治十一年条下：“先生自念辞章

艺能不足以通至道”，于是始按朱子读书法以求物理（参见

《王阳明全集》，第 122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12］［18］《宋明理学史》，侯外庐等主编，上册第 149 —

150 页，下册第 207 — 208 页，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3］［29］［30］［35］［49］［50］［51］《 朱 子 语 类 》， 黎

靖德编，王星贤点校，第 296 页，第 3271 页，第 3272 页，

第 3305 页， 第 2514 页， 第 85 页， 第 87 页， 中 华 书 局

2015 年版。

［23］王阳明曾以“天理”指称本体，易使学者混入程朱的

“天理”旧见。以“心”指称本体，亦易使学者将“心”混

淆为“肉团心”。典型的例子如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

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

何相关？”在阳明那里，“心”是发育万物的最高本体，万

物离不开心，所以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但解释起

来颇费口舌，按照笔者理解，阳明应是出于无奈，只好以

“肉团心”的意思敷衍友人之问：“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

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参见《王阳明全集》，第 107 —

10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直到后来阳明拈出

“良知”为本体，才厘清了本体心与肉团心的缠绕问题。

［28］熊礼汇曾概括阳明文学思想“心为文源说”，这说得

很准。但他却把“心”理解为主体意识或主体精神，便可

再商榷（参见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第 278 —279 页，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31］［32］［34］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

187 页，第 239 页，第 239 页，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33］朱熹：《答徐载叔》，《朱熹集》，郭齐、尹波点校，第

2824 页，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44］参见王阳明《徐昌国墓志》《从吾道人记》《别方叔贤

序》，载《王阳明全集》，第 931 —933 页，第 248 —250 页，

第 231 — 23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48］［70］［71］［98］［105］［113］《王阳明全集补编》，

束景南、查明昊辑编，第 283 页，第 285 页，第 306 页，

第 262 页，第 261 页，第 27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版。

［57］“性灵说”作为明清时期一种公开的文学主张，乃自公

安三袁始；但公安派“性灵说”的理论基础实渊源自李贽、

王畿，并可上溯至王阳明。阳明虽未提出这个概念，但其

文学思想实与性灵说相通。参见武道房《王畿的“现成良知

说”与公安派文论的形成》，《文学评论》2012 年第 3 期。

［77］参见左东岭《龙场悟道与王阳明诗歌体貌的转变》，

《文学评论》2013 年第 2 期；《良知说与王阳明的诗学观念》，

《文学遗产》2010 年第 4 期。

［80］鲁迅：《“题未定”草（七）》，《且介亭杂文二集》，第

225 页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85］参见武道房《道学与王阳明诗歌的心路历程》（《安徽

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 期）、左东岭

《龙场悟道与王阳明诗歌体貌的转变》（《文学评论》2013

年第 2 期），两文都曾讨论过龙场悟道后阳明诗学境界转换

的问题。

［115］王阳明早年在京师曾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

交好（参见《徐昌国墓志》，《王阳明全集》第 931 页，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在文学上亦是走复古一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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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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